
领土完整行为规范与领土诉求结束*

姚 炯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美国军事援助对我国陆地和海上领土争端

影响研究”
 

(
 

项目批准号:
 

22CGJ002
 

)
 

的阶段性成果。
 

感谢《国际政治科学》编辑部与匿

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文责自负。

《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8卷第1期(总第29期),第71—120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内容提要】 如何理解领土诉求的结束? 鉴于领土问题的重要性,领土诉

求的存在会对当事国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因此,了解影响领

土诉求结束的因素,对于妥善处理仍未解决的此类事件具有重要意义。在

本文中,笔者关注领土完整行为规范在这方面的作用。领土规范强调国家

不得以武力方式改变领土现状,它虽然显著地减少了领土战争的爆发,但也

对领土诉求的结束产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领土战争的减少,使得相关国

家失去了一个了解对方的实力、决心以及在领土议题上是否存在可信承诺

问题等彼此关键信息的重要渠道,这类信息的缺失进而会阻碍两国之间领

土诉求(以双边谈判方式)的结束,基于相关数据的一系列统计分析支持这

一观点。本文既提示我们应以更审慎的态度看待包括领土规范在内的各行

为规范之于国际政治的影响,也对如何妥善解决现存的领土诉求具有启

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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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如何理解领土诉求(territorial
 

claims)的结束? 领土诉求指两个主权国

家对于某(多)块领土的主权存在明确的、互相对立的申索。① 领土诉求既可

以是两个相邻国家对其边界地区的争夺,如苏丹与南苏丹关于它们边境处

的产油地阿卜耶伊(Abyei)的矛盾,也可以存在于两个非相邻国家之间,如

英国与阿根廷对于马岛的争夺。相较于国际政治中的其他议题(issue),领

土议题的独特之处在于其通常包含显著的有形(tangible)与无形(intangible)价

值。② 领土的有形价值与它蕴藏的自然资源、常住人口以及战略地位有关,

无形价值则指这片领土可能与一国主权、历史或者身份(identity)紧密相

联。③ 领土议题的独特性决定了其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salience)。

领土诉求的存在会对国家间关系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第一,此类矛

盾使得国家之间更易发生军事冲突④,如俄罗斯与乌克兰自2014年以来的

双边关系。第二,鉴于领土问题与民族主义情绪的紧密联系,领导人可以

“战略性”地利用领土诉求,在国内政局不稳的情况下,通过发动领土冲突,

以达到唤起民族主义情绪、团结民众从而转移矛盾的目的。⑤ 第三,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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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的持续本身就足以加深两国之间的敌意与互不信任①,如阿根廷与英国

之间的双边关系所示。② 第四,领土矛盾不仅会阻碍两国在其他领域展开合

作③,也迫使双方不得不花费大量资源以应对领土问题可能的升级④。

领土诉求的解决可以极大地改善国家间关系,这是因为两国之间最具

有争议性的矛盾不复存在。⑤ 边界诉求的解决更是如此,因为两国各自的主

权与统治合法性不再面临来自对方的直接威胁。⑥ 以道格拉斯·吉布勒

(Douglas
 

Gibler)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更进一步,认为存在于西方政治体制

国家之 间 的 和 平 关 系 应 追 溯 至 它 们 之 间 领 土 问 题 的 解 决(territorial
 

peace)。⑦ 国际政治的现实亦表明领土诉求的存在与否对于国家间关系具

有重要影响。例如,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三国(哈萨克斯坦、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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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先后解决了存在的领土问题,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政

经关系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得到深化,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与发展以及《中俄睦

邻友好合作条约》在2021年的延续便是对此有力的证明。① 相反,韩日之间的

独岛(日本称“竹岛”)问题却成为两国关系在诸多领域更进一步的主要障碍。②

简言之,领土诉求的存在和结束深刻影响国家间关系,国际冲突的研究

者因而需要更好地理解这些诉求的结束,以便为国家如何妥善处理此类矛

盾提供合理的建议。此外,虽然现存领土诉求的绝对数量相较于其他时期

有所减少③,但其中一些不仅持续了较长时间,在近期解决的可能性也很低,

如俄日关于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矛盾。这一现实进一步突出

了研究领土诉求结束的紧迫性。

二、
 

研究现状

由于领土议题的重要性,国内外学者均较重视领土诉求这一主题,对
于诉求的起源④、国家处理诉求的方式⑤以及诉求与军事冲突的紧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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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①等展开了深入的探索,亦有不少研究关注诉求的结束。例如,查德·克

莱(Chad
 

Clay)和安德鲁·奥兹亚科(Andrew
 

Owsiak)强调一国解决与一个

邻国的领土问题有助于它与其他邻国领土问题的妥善处理。② 米歇尔·马

特斯(Michael
 

Mattes)则认为两国就部分领土诉求达成的一致(partial
 

settlement)可以促进整个诉求的结束。③

更为普遍的是,学者们探究一些具体因素对于领土诉求结束的作用,根

据这些因素的特点,相关研究属于超国家或国家分析层次。在超国家分析

层次,国际法是国内外学者共同关注的因素④,而国际或者地区组织所构成

的第三方亦是这一层次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⑤。若第三方由国家构成,相关

研究即属于国家分析层次。在这一分析层次,学者们关注国家的政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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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①、国家的整体战略②、国内政局的稳定性③、国内政治中的各类行为体(包

括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地方政府等)④以及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⑤等因素。

在最近的研究中,路易斯·斯凯诺尼(Luis
 

Schenoni)等人融合不同分析层

次,认为国际/地方组织的介入、军事冲突以及国家政权类型三个因素共同

推动领土问题的解决。⑥

然而,上述研究存在一些不足,包括未能涉及核心问题、理论逻辑存在

关键漏洞以及实证样本缺乏代表性⑦,使得我们对领土诉求结束的理解比较

有限。而且,学界对于上述提到的不少因素能否促进领土诉求结束存有争

议。以国际法为例,一方面,国际法在相关原则的可操作性以及管辖与裁判

的范围、权威性和执行力等方面都有所欠缺⑧;另一方面,领土问题不单单是

法律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与国家主权紧密关联,这一复杂性并不是国际法

所能应付的⑨。事实上,国家在解决边界问题时较少使用国际法裁决或者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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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①,在最近的研究中,托比·赖德(Toby
 

Rider)和安德鲁·奥兹亚科

(Andrew
 

Owsiak)发现这些手段对于解决边界问题作用有限。② 又以第三

方介入为例,关培凤发现非洲国家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的关键在于矛盾双方

的意愿和决心,而非非洲统一组织(非盟)的推动。③ 梅甘·香农(Megan
 

Shannon)发现国际组织的介入对于两个争端国之间建立互信的作用不大④,

加里·戈茨(Gary
 

Goertz)和保罗·迪尔(Paul
 

Diehl)发现第三方调解或许

能促使领土对手短暂结束军事对抗,但是对于终止整个诉求效果甚微⑤。

简言之,上述讨论表明现有文献对于促进我们理解领土诉求的结束帮

助有限,需要更多的努力以对本文的核心问题展开更深入的研究。事实上,

自一战后,世界领土政治中的显著变化便是领土完整行为规范(territorial
 

integrity
 

norm)⑥的不断发展,直至现今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领土规范的

主要核心内容强调国家不得以武力方式侵犯他国领土完整。⑦ 因此,相比国

际法、第三方介入等因素,领土规范直接影响国家处理领土争端的方式,可

能对领土诉求的结束产生更明确的影响。然而,学者尚未就两者之间的联

系展开深入的研究,这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任务。下文将首先介绍领土规

范,包括其核心内容、发展、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以及笔者选择本研究视角

的理由;随后构建理论解释领土规范对于领土诉求(具体方式)结束的影响;

最后基于相关数据的一系列统计分析,验证笔者提出理论的合理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Gary
 

Goertz
 

and
 

Paul
 

Diehl,
 

The
 

Puzzle
 

of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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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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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d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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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si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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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ger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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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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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gaining,
 

Border
 

Settlement,
 

and
 

Rival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134.
关培凤:《非统与非洲边界和领土争端解决析论》,载《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4

年第4辑,第105—120页。

Megan
 

Shan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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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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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itorial
 

Disputes,”
 

pp.144-163.
Gary

 

Goertz
 

and
 

Paul
 

Diehl,
 

The
 

Puzzle
 

of
 

Peace:
 

The
 

Evolution
 

of
 

Peac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pp.170.
以下简称“领土规范”。
第三部分会更详细论及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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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领土规范

在国家层面,领土完整原则强调一国对于一片领土及其包括的资源和居

住人口所行使的独一无二的、无可争辩的主权与权力。同时,国家有责任捍卫

这一主权与权力,并在必要时使用武力实现目标。① 领土完整原则最早在19
世纪的部分欧洲王国的宪法中出现,20世纪以来逐渐为世界各国所采纳。

该原则在国际政治层面的延伸便是领土规范,主要包括两点内容:一方面强

调一国应尊重他国的领土完整,另一方面也反对以武力方式改变之。② 第二

点在《联合国宪章》的七项基本原则中专门涉及③,也是本文的关注重点。这

是因为笔者聚焦于国家间领土诉求的结束,而领土规范的第二点内容,即国家

不得以武力方式改变他国领土完整,会影响这些行为体处理领土诉求的方式,

并进一步左右此类事件的结束,后文会更详细论述这一点。此处,笔者着重介

绍领土规范,特别是其第二点内容的发展以及对国家相关行为的影响。

直至一战期间,战胜国将战败国的领土据为己有仍是通行的国际惯例。

但也是自这一时期起,人们对于该做法产生怀疑。④ 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

(简称“国联”)在其盟约第十条中明确要求成员国之间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

整,并禁止以武力方式损害之。⑤ 这是领土规范首次登上国际政治的舞台,

并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⑥ 类似的内容也可以在1932年的“史汀生主

义”、1933年的《互不侵犯及和解的非战条约》以及1933年的《蒙特维多国家

权利义务公约》中找到。⑦ 在二战之后,联合国将“不得以武力方式威胁他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吴晓秋,《论宪法上的领土原则》,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3期,第81—93页。
黄瑶,《后冷战时期的国家领土完整原则与人民自决原则》,载《法学家》,2006年

第6期,第148—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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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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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26,
 

1945.
Alexander

 

Mur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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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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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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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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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ers,
 

Vol.80,
 

No.4,
 

1990,
 

pp.53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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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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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黄瑶,《后冷战时期的国家领土完整原则与人民自决原则》,第148—156页。

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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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aul
 

Diehl,
 

The
 

Puzzle
 

of
 

Peace:
 

The
 

Evolution
 

of
 

Peac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p.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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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土完整”列为七项基本原则之一,再次确认了领土规范的国际法地位。

紧跟联合国的步伐,阿拉伯国家联盟、美洲国家组织、非洲统一组织、欧洲安

全与合作组织以及独立国家联合体等地区组织都在各自的官方文件中表明

对于领土规范的支持。① 欧洲联盟②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更是要求希望加入

组织的国家在成为正式成员国之前妥善处理与邻国的领土问题。

在发展过程中,领土规范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反对国家以武力方式改变

他国领土完整保持不变,但其在国际政治中的接受程度经历了由低到高的

过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规范得到的支持较少,因而对于国家处理

领土争端方式的影响非常有限。事实上,纳粹德国在欧洲大陆一系列的领

土扩张直接导致了二战的全面爆发。二战后,领土规范的受众国逐渐扩大,

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显著提高。国家处理领土争端的方式发生的最大

变化即领土战争数量随之显著减少,不少学者在研究中证实了这一点。③

与该发展趋势呼应,试图以武力方式改变领土现状的举动也不为当今

国际社会所认可。2019年,特朗普承认以色列对在1967年中东战争中通过

武力方式占领的原属于叙利亚的大部分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这一举动遭到

了联合国、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及亚、欧、非、美洲众多国家的谴责。④ 这表明,

经过二战后数十年的发展,在现今国际政治中,领土规范及其核心内容已然

为各国所内化(internalization),成为不容置疑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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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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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pp.6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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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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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p.112-117.
Steve

 

Holland
 

and
 

Jeff
 

Mason,
 

“Tr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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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笔者关注领土规范对于领土诉求结束的作用,这一研究视角

的选择主要基于三个原因:第一,两者都具有长期性的特点。一方面,依据

布莱恩·弗雷德里克(Bryan
 

Frederick)等学者的领土诉求数据库(The
 

Issue
 

of
 

Correlates
 

of
 

War
 

Territorial
 

Claims
 

Data,简称ICOW),此类事件

的平均持续时间为15年,中位数为6年①,英国与西班牙之间关于直布罗陀

海峡的领土诉求更是自1816年(ICOW中的起始年份)起持续至今。另一方

面,领土规范自一战后首次出现,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缓慢,经历了二

战后快速发展时期,直至现今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中间也经过了数十

年的发展过程。两者共同拥有的长期性特点使得领土规范或许相较于现有

研究所关注的一些因素,能更好地解释领土诉求的结束。

第二,不少学者对于领土规范之于国家处理领土争端的积极影响持保

留态度。例如,丹·奥尔特曼(Dan
 

Altman)发现这一规范的发展并没有使

第三方国家积极介入那些目标相对有限的领土占领行为(占领价值较低、未

有严密防守的领土)。② 塔尼莎·法扎尔(Tanisha
 

Fazal)认为领土规范的流

行使得国家以其他手段来代替占领/征服他国的行为,从而达到相同的政治

目的。并且,一些国家统治者由于不需要过分担心其他国家的入侵,其统治

会更不负责任,导致国家治理的失败。③ 保罗·亨赛尔(Paul
 

Hensel)等人发

现领土规范的流行反而降低了国家间和平转移领土主权的可能性。④ 这些

学者的观点表明领土规范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或许不如人们一般认为的那

样积极。因此,本研究通过观察领土规范对领土诉求结束的作用,以对前者

之于国际政治的影响形成更全面与客观的认识,这也与第三个原因相关。

第三,在现有国际政治研究中,学者们普遍关注各类行为规范(norms)

对于国家行 为 的 积 极 作 用。人 们 认 为 行 为 规 范 的 主 要 作 用 在 于 规 范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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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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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pp.49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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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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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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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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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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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26,
 

No.2,
 

2009,
 

pp.1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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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e)国家的行为①,行为规范或者在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或国内法律地

位,如本文所关注的领土规范,或者在随后不断的发展中取得合法性②,而违

反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具有法律地位的行为规范的行为体理应受到惩

罚③。对于行为规范的定义反映了人们对其的积极态度:一项行为规范特指

具有某一身份的行为体所应具备的恰当行为。④ 此外,对于诸如不使用核武

器(nuclear
 

taboo)⑤、反奴隶⑥以及人道主义干涉等规范的讨论加深了我们

对于一般行为规范之于国际政治积极作用的印象。

然而,事实不尽如此,历史上曾经流行的一些行为规范若以如今的道德

标准来衡量是存在较大问题的,比如奴隶制。并且,有些行为规范即使其初

衷是好的,也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以人道主义干涉规范为例,它

强调国际社会在一国内部民众遭受自己政府的迫害时,有义务进行干涉,以

帮助这些民众免受迫害。然而,一些国家内部的少数群体意识到这点,可能

会故意激怒他们的政府,以吸引国际社会的介入,从而达到其政治目的,在

过程中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moral
 

hazard)。⑦ 简言之,此处的讨论表明我

们需要更谨慎地对待行为规范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本文通过观察领土规

范对于领土诉求结束的影响,以审视这一观点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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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领土规范、信息与领土诉求的结束

本部分重点讨论领土规范影响力的提升减少了领土战争的发生,这会

给领土诉求的结束带来副作用。现有国际冲突研究通常认为主要有三个原

因使得国家间战争难以避免。① 第一,国家难以全面掌握有关对手的实力与

决心的信息。如果说关于一国决心信息的无形属性(intangibility)造成了对

其了解的困难,那么关于该国实力的信息并没有因其有形属性(tangibility)

而变得更容易掌握。这是因为,对于一国实力的预估不仅要基于人口和军

队数量等传统指标②,而且与该国军队的战术素养、士气③以及是否掌握与

战争相关的科学技术并能熟练应用等内容有关。后半部分涉及的方面无疑

增加了估计一国实力的复杂性,且有些或许直到战场上才能全面了解,而这

也与国家对于此类信息的“战略性”操纵(manipulation)④有关。具体来说,

实力一般的国家会尽力营造自己强大的形象,希望能够借此吓阻对手,逼迫

对手退让。而实力更强的或者在某方面有优势的国家,则会刻意隐瞒自己

实力,以在战场上出其不意、占得先机。总之,国家之间既缺乏对彼此实力

与决心信息的全面掌握,又会“战略性”操纵此类信息,两者相加,便会造成

这些行为体对彼此的误判,使得矛盾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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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一国的可信承诺问题。简言之,在A国与B国就某争执议题的博

弈过程中,A国担心B国可能存在可信承诺问题,即两国若现在达成某项协

定,在将来形势发生更有利于B国的改变时,比如B国在军事实力上超越A
国,那么B国可能会就争执议题再次发难,要求修改已有协定,以更符合自

身的利益,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特征则进一步加剧了A国的担忧。对于B国

可信承诺问题的顾虑驱使A国在形势没有完全倒向B国时,先发制人。①

第三个原因与争执议题的不可分割性(issue
 

indivisibility)有关。例如,

一国人口世代居住于一片领土,那么这片领土便成了整个国家的身份或者

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当该国与邻国就这片领土的主权归属产生纠纷时,

对于该片土地的任何划分方案都会损害前者的身份或者文化的完整性,因
为这二者都是基于整片而非部分争议领土②,这便是争执议题的不可分割

性。在这一例子中,若至少有一方强调争议领土的不可分割性,那么双方之

间便较难达成互相认可的妥协方案。而通过武力方式决定哪一方能够获得

全部争议领土(all-or-nothing)变得更为可能。③

①

②

③

James
 

Fea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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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379-414;
 

Ro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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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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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60,
 

No.1,
 

2006,
 

pp.169-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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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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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Studies,
 

Vol.50,
 

No.7,
 

2016,
 

pp.1-29.
关于“议题的不可分割性”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例如,费伦就认为议题具有多面

性,可能仅仅在某一方面具有不可分割的特点。又或者,不同议题可以相联结,国家在处

理这些议题时可以进行利益交换。基于这两点,费伦认为“议题的不可分割性”难以解释

国家间爆发战争的原因。鲍威尔则认为即使一个争执议题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两国能够

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解决矛盾,所获收益仍然大于为此大打一仗所得。而妨碍国家如此行

事的真正原因在于,它们无法保证自己会在未来一直遵守就争执议题达成的协定。这两

位学者弱化或否定了“议题的不可分割性”独立解释战争爆发原因的地位。然而,少数最

新研究则表明,如果人们看重领土的不可分割性,这的确会影响他们在处理相关矛盾时

的手段选择,他们会更支持那些强硬的对抗政策。关于“议题的不可分割性”的相关争议

以及孰是孰非并非本文关注的重点,笔者在此处仅仅表明它是现有文献所认为的国家间

爆发战争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笔者想表明,国家是否会如“议题的不可分割性”所
展示的逻辑那般行事,与该国是否了解其对手的实力等关键信息有关,后文会论及这一

点。参 考:James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pp.379-414;
 

Robert
 

Powell,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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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现有文献关于国家间为何爆发战争的三个主要解释。巧合的

是,国家是否会如这三个解释各自所展示的逻辑那般行事,均或多或少与这

些行为体是否掌握对手的关键信息有关。第一个解释自不必多说。就议题

的不可分割性而言,方松英等学者在他们对于普通日本民众的问卷调查中

发现,即使是那些将争议领土高度视为不可分割的人,他们在处理相关争端

时的政策选择也与他们对于敌方实力的认知有关。虽然此类民众通常偏向

于以更具有对抗性的手段来处理领土争端,但若得知敌对国军事实力强大,

那么这些人也不会执意通过诉诸武力的方式来解决领土问题。① 该发现也

符合芬兰在处理与苏联关于卡累利阿地区的主权争议时表现出的行为

模式。②

关于可信承诺问题与关键信息之间的联系需要更详细的说明。詹姆斯·

费伦(James
 

Fearon)认为可信承诺问题与信息缺失无关。③ 换言之,一国非

常清楚 竞 争 对 手 的 实 力,也 知 道 对 手 在 未 来 的 意 图 并 非 贪 得 无 厌

(ineluctably
 

greedy)。④ 然而,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特点使得该国仍然担心对

手的可信承诺问题,并决定先发制人。⑤ 这一观点的最大问题在于如果它是

正确的,那么在现实世界中,国家之间应该甚少合作。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

态一直存在,故国家总是会担心对手的可信承诺问题。然而,即便在边界争

端这类比较棘手的问题上,越来越多的相邻国家业已解决分歧、签订边界

条约。⑥

事实上,各国对于未来的意图是有差别的,既有如纳粹德国那般贪得无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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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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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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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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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5,
 

No.5,
 

2016,
 

pp.559-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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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也有仅仅希望确保已有安全的国家(security-seeker)。① 当一国无法确

定其对手未来的意图时,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使得该国倾向于依照可信承诺

逻辑行事,否则,它极有可能在未来因缺乏准备而陷入不利境地。若一国确

认对手如纳粹德国那般贪得无厌,那更会如此。② 但如果一国确信其对手是

保守的维持现状者,那么就没有必要先发制人,因为在此情境中,不存在依

可信承诺逻辑行事的基础,先发制人者自身还会付出较大代价。此处讨论

表明,国家关于对手未来意图信息的掌握程度,决定了其是否会如可信承诺

逻辑那般行事。费伦在其研究中,为了表明可信承诺问题能够作为解释国

家间爆发战争的独立原因,强调这一逻辑中不存在信息缺失问题,但也不得

不说明关于一国未来意图的信息在其中的重要性。③ 罗伯特·鲍威尔

(Robert
 

Powell)更是直言,国家在明确对方存在可信承诺问题之后,依相应

的逻辑行事④,这也支持笔者此处关于可信承诺与关键信息之间关系的讨论。

上述论述并非意在抹去导致国家间战争爆发的三个原因之间的区别,

但也表明它们均不同程度地与国家对彼此关键信息掌握的缺失与否有关。

国家是否了解彼此的实力、决心以及未来的意图,对于它们之间矛盾的解决

至关重要。只有在了解这些关键信息的前提下,行为体在行事过程中才可

能会更审慎,从而避免矛盾的激化。战争不仅具有解决信息缺失问题的功

能⑤,并且相比其他渠道在信息传递方面更具有优势,下文的论述围绕这两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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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展开。

一方面,国家在战争中通过观察对手在战场上的表现,包括军队的动员

与调动、士兵的士气①、使用的武器②、采取的军事战略③等,就对手的实力形

成直观的了解。并且战争的持续本身也能传递信息,它表明了对手坚定的

决心,因为较软弱的对手可能会更早放弃抵抗。④ 当然,由于此类信息的无

形属性,国家需要更多时间来掌握。⑤ 另一方面,国家在战争中(潜在)付出

的代价极高,具体表现为战争带来的直接损失、领导人的命运取决于他的国

家在战场上的表现⑥以及战争的结果对于相关国家的长远发展乃至生存都

会产生深远影响⑦,这就使得国家希望尽可能避免成为战争的失利方。这一

想法促使国家拥有准确性动机(accuracy
 

motive),即努力在战场上搜寻任何

关于对手的信息,做到知己知彼,以免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⑧ 这一行为模

式反过来则进一步促进了战争的信息传递作用。

战争所传递的信息也可以间接或直接地解决一国对于另一国可信承诺

问题的担忧。就间接解决而言,依前文所述,在A、B两国对峙中,A国由于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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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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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B国的可信承诺问题而先发制人,这一行为逻辑背后的重要前提为A
国认为解决B国的可信承诺问题所要付出的代价是可以承受的。A国在战

争中所承受的损失会直接影响它对于这一前提的评估,若它发现损失难以

承受,那么即使B国的可信承诺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A国仍会结束对

抗。① 在两伊战争末期,伊朗担忧萨达姆的侵略意图,并认为只有除掉他才

能保证自身的安全。然而,军事上的沉重代价使得伊朗难以承受,伊朗不得

不在萨达姆的可信承诺问题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寻求战争的结束。②

领土战争所传递的信息更可以直接解决A国对于B国可信承诺问题的

担忧问题。第一,在领土战争中,A国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并占领争议领

土及其所附资源,正如巴拉圭在1935年与玻利维亚的边境战争。此时A国

不用担忧B国的可信承诺问题,因为领土战争的结果所传递的信息明确了

后者在该议题上的不利局面,其在未来也难以翻转局势。

第二,B国在领土问题上是否存在可信承诺问题取决于它在未来的意

图,行动又是其意图的直接体现。因此,A国可以通过现有事件中B国的行

为对其未来的意图做出推断。③ 若要对B国在领土问题上是否存在可信承

诺问题做出推断,最可靠的行为指标便是它在已发生的领土战争中的行为,

这是因为这类行为指标具有相关性、真实性与稳定性特点。首先,此处所讨

论的可信承诺问题特指B国是否会在形势发生有利于它的改变时,重新挑

起领土冲突(战争),以谋取更大的相关利益。其次,B国在领土战争中的行

为可以较为真实地体现其意图,这既是因为战争的高昂(潜在)代价,也是因

为战争的结果可能会直接影响领土问题的最终解决,这两点均迫使B国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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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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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全力以赴。最后,由于领土的价值保持长期不

变,国家对其意图亦较为稳定。所以,由B国在领土战争中的行为,可以较

可靠地推断出其在相关议题上的未来意图,即是否具有可信承诺问题。

在领土战争中,国家的主要行为大体上可以表现为三种不同的模式,包

括:不断向对手施加压力,迫使对手做出让步;根据形势变化,在强硬与缓和

的行为之间摇摆;对于现状坚决地维护。① 若A国发现B国的行为模式更

符合前两者,A国会担心B国在领土议题上存在可信承诺问题。因为采用

第一类行为模式的国家倾向于把对手的合作视为可以进一步施压的信号,

从而得寸进尺,如二战全面爆发前的纳粹德国;而采用第二类行为模式的国

家在领土问题上则具有鲜明的投机性。若B国的行为表现为坚决地维护现

状,即对于挑衅行为强硬回击以及对于合作信号积极回应②,那么A国便不

用太担心B国在领土议题上的可信承诺问题③。

总而言之,通过观察战争传递的信息,两个国家对彼此的实力、决心以

及是否存在可信承诺问题形成直观的认识,纠正对彼此与形势的误判,并更

新关于对抗未来的发展走向与最终结果的预期。这一系列认知上的改变消

除了国家的盲目自信、对彼此的误解,使其对形势有了更客观的了解与判

断,这些都有助于国家之间对抗的结束。④

另一方面,除了战争,国家在危机外交中也可以通过束手成本(t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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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s)与沉没成本(sinking
 

costs)两种渠道向对手传递关于自己的关键信

息。① 典型的束手成本即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发表态度强硬的声明,这会使其

在日后做出让步变得困难,因为在外交上前后言行不一会被认为是软弱的

表现,从而引发国内的不满。② 因此,通过束手成本,一国领导人可以较好地

展现自己的决心。典型的沉没成本行为即国家通过诸如调动军队与部署武

装这类举动向对手表达自己的实力与决心。③ 然而,相比战争渠道,这两种

渠道由于各自存在的问题,在信息传递方面处于劣势。

第一,国家在通过三种渠道传递信息的过程中所承受的代价不一样。

一是,相较于束手成本与沉没成本渠道相关行为的单一性,在战争中,国家

会同时作出此两类渠道的相关行为,发表公开的态度强硬的声明抑或是调

动军队均是为战争的发生做好准备。二是,在战争中,如前文所述,国家立

即以及潜在需要付出的代价极高。这两个原因相加,使得国家在通过此类

事件传递信息的过程中,承受了远高于通过其他渠道传递信息所产生的代

价。传递信息所要承受的代价越是高昂,信息的内容就越具有可信度。例

如,一国若要向敌国表达自己的决心,必须发出比未有此决心的国家所愿意

承受的代价更高的信号,而低代价的信号难有此区分作用,因为不同国家无

论决心之大小,都能发出此类信号。换言之,相较于其他两个渠道,国家通

过战争所传递的信息,由于其代价较高,更具有可信度。

第二,通过束手成本传递的信息具有可信度是基于“领导人在乎自己

前后言行不一所产生的后果”这一前提,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是,对于领导

人来说,要为自己在外交政策中的前后不一开脱或者寻找替罪羊并非难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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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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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①,正如奥巴马在“红线”(Red
 

Line)外交中的表现所示②。二是,基于多种

原因,民众或许并不会如束手成本那般,惩罚言行不一的领导人。有研究发

现,即使某位领导人在外交事件中前后言行不一,民众可能对其在这一事件

中的表现失望,但这也并不影响他们对该领导人的整体评价。③ 有学者认

为,相比领导人在外交事件中是否前后言行一致,民众更关心的是其外交政

策的实质效果④,在一些情形中,他们甚至会认为领导人改变先前的强硬立

场是合理的⑤。在政治意识形态呈明显割裂状态的社会中,民众较难惩罚领

导人在外交决策中前后言行不一的行为,否则他们就必须支持一位与自己

的政治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的新领导人。⑥ 因此,基于此处讨论的两方面原

因,领导人在发表公开声明时,并不一定如束手成本逻辑那般在乎自己前后

言行一致,这就降低了他们传递信息的可信度。

但是在战争中,情况明显不同。一国领导人的政治生涯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本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且这一观点适用于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

朝鲜半岛的战事不利迫使杜鲁门提前下台。在2020年的领土战争中,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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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在战场上不敌阿塞拜疆,失去大量争议领土,迫使该国总理辞职。① 在

另一些政治体制中,战场上的失利使得领导人可能面临诸如流放、入狱甚至

是死亡等境遇。② 在1978年的领土战争中,乌干达入侵坦桑尼亚却最终遭

受失败,时任统治者阿明不得不流亡利比亚。③ 萨达姆在第二次海湾战争失

败后,最终被判处绞刑。领导人自身的命运与战场上的形势密切相关,因而

领导人通常会领导国家在战争中全力以赴,这也增加了此类事件传递的关

于一国关键信息的可信度。

第三,发表(措辞严厉的)公开声明与调动军队这两类行为发生次数较

多。例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022年的俄乌冲突中不时发表公开讲话,

以表明乌抵抗到底的决心。调动军队等行为与常规的军事演练较相近,频

次较多使得人们一定程度上习惯了这些行为,从而降低了对这些行为及其

传递信号的重视程度。④ 相形之下,战争的发生次数相对较少,事实上,根据

战争相关数据库(Correlates
 

of
 

War,简称COW),1816—2007年,世界上总

“仅”发生了95次国家间战争,若将统计截止时间节点提前至1945年,这一

数值则进一步下降到38次。⑤ 战争的发生次数较少、烈度又高,因此战争一

旦爆发,人们就会相当重视,这也使得战争在传递信息方面比束手成本与沉

没成本渠道更具优势。

第四,无论是通过束手成本还是沉没成本渠道传递信息,即使是传递者

本身试图向对方传递关于自己的关键信息,接收方仍然可能会误解相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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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例如,郭全铠(Kai
 

Quek)在实验研究中发现信号发送者若试图通过沉

没成本相关行为来表明自己威胁的可信度,接收方不仅认可度较低,并且只

有一半左右的概率会在冲突中退让。① 相关实例是在第二次海湾战争爆发

前,萨达姆基于美国之前在其他军事事件中的撤退行为,对于美国军队的调

动以及小布什的最后通牒均无动于衷。②

而战场上传递的信息有助于纠正国家对于彼此的误解,因为此类事件

传递的信息最少受到人为干扰,是最真实的。③ 弱国难以通过虚张声势来

威吓敌人,欠缺决心的国家不愿承受巨大损失,强国或者核心利益受到威

胁的国家也会全力以赴去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国家在战争爆发前对彼

此的认知与对于战争代价等的预期,均通过战争得以检验与更新,从而纠

正之前的错误认知。④ 在2022年的俄乌冲突中,战场上最初的形势表明俄

罗斯的军事优势并没有如想象中明显。因此,自冲突的第二阶段起,俄将推

翻乌克兰当局、扶植亲俄政府的目标转为扩大与巩固其在乌克兰东部的影

响力。

第五,难有渠道可以如领土战争那样,有效地提供关于一国在领土问题

上是否具有可信承诺问题的信息。如上文所述,领土战争中的赢家通过占

领争议领土,化解自己对于输家可信承诺问题的担忧。又或者,一国通过观

察对手在领土战争中的行为模式,判断对手是否具有可信承诺问题,这是因

为此类行为指标具有相关性、真实性与稳定性的特点。但是,一国若要从

束手成本与沉没成本渠道向对手传递关于自己可信承诺问题的信息,相关

信息难以同时兼具这三个特点。例如,一国领导人即便信誓旦旦地保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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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不存在可信承诺问题,但如前所述,发出这类信号的较低代价令人怀疑其

真实性。

简言之,此处讨论表明相较于束手成本与沉没成本,战争是一个更好的

传递一国关键信息的渠道。然而,领土规范减少了领土战争的爆发,这对领

土诉求的结束会产生消极影响。通过领土战争,当事国更好掌握了彼此实

力强弱、决心大小等关键信息,了解各自在对抗中所处的形势。处于下风的

一方会倾向于结束领土诉求,因为维持这一对抗只会使得自己的负担愈加

沉重,别无益处。处于上风的一方或许会在领土问题上要求得到更多。然

而,该行为体也必须考虑进一步扩张以获得更多领土所带来的边际收益下

降的可能性①,而且在领土问题上的得寸进尺不但会激起原本已打算做出让

步的行为体更激烈的反抗,更可能会招致第三方的反对甚至是直接介入②。

基于这几点的考虑,处于上风的国家也乐见矛盾的解决。因此,对抗双方通

过领土战争充分了解彼此的实力与决心,并以相关信息为基础,就领土矛盾

的解决较易达成符合各自现状的协定。

此外,领土战争所传递的信息也可以通过间接或直接地解决对抗双方

之间存在的可信承诺问题,从而推动整个领土诉求的解决。就间接解决可

信承诺问题而言,领土战争使得相关国家意识到通过战争解决对手可信承

诺问题的代价可能超出自己承受的范围,故而在问题依旧存在的情况下,不

得不选择结束领土战争,乃至整个领土诉求。在上文提到的两伊战争末期,

伊朗在意识到解决萨达姆的可信承诺问题所要付出的沉重军事代价后,不

得不寻求战争的结束。依据弗雷德里克等人的记录,在战争结束后不到一

年的时间内,两国围绕阿拉伯河的领土诉求便终止。③ 就直接解决可信承诺

问题而言,在领土战争中获胜并占领更多领土的国家不用担心对手的可信

承诺问题,因为这一结果传递的信息使得前者了解到后者在领土问题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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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局面,在日后也难有翻盘的机会,失利方对此心知肚明,双方各自的认

知促使领土诉求的解决。例如,巴拉圭与玻利维亚之间边界问题的最终解

决便是基于1935年的边界战争中巴拉圭惨胜并占领绝大多数争议领土的事

实。又或者,一国通过观察其对手在领土战争中的行为,了解到后者对于维

持现状的偏好,从而减轻了对其可信承诺问题的担忧,这也会促进领土诉求

的解决。① 例如,在1995年厄瓜多尔与秘鲁的边界冲突中,前者的表现体现

了其在领土问题上维持现状/防守性的意图,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何两国在冲

突后的第三年便签订边界条约。

没有领土战争,相关国家就缺少了一个了解彼此关键信息的重要渠道,

这不利于国家间领土诉求的解决。在解决领土问题的过程中,国家会尽力

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这不仅是理性行为体的基本行为逻辑,更是因为在重

要的领土议题上,一国若轻易地放弃相关利益,不仅会被其他国家视为软

弱②,也会激起国内民众的强烈不满③。基于此,两国在对彼此实力与决心

都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加之对于相关信息的“战略性”操纵,双方各自就解决

领土诉求提出的方案可能离对方所能接受的最低预期还有不少距离,这就

阻碍了矛盾双方解决领土问题。

或许会有研究者质疑笔者过分夸大了领土战争的信息传递作用,而忽

略了其他渠道在这方面的作用。例如,通过反复的谈判,国家也可以了解彼

此的实力与决心,进而促进领土问题的解决。④ 但是,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一

些与国家实力相关的信息,比如军队的战术素养、士气⑤以及对于战争相关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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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当然,国家也可能通过领土战争发现对手在领土问题上存在可信承诺问题,这
会阻碍相应领土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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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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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掌握,或许只有到了战场上才能真正了解。更重要的是,即使是

谈判,也无法有效帮助一国了解另一国的未来意图,进而也无法解决后者的

可信承诺问题。

与束手成本和沉没成本渠道一样,通过双边谈判渠道传递的关于一国

可信承诺问题的信息,难以同时兼具相关性、真实性与稳定性的特点。例

如,在A国和B国的谈判过程中,A国难以找到如自己在领土战争中的行为

那般直接相关的客观指标,以帮助B国了解自己在领土议题上未来的意图。

两国若对彼此在领土问题上是否存在可信承诺问题存疑,那么也会对结束

领土诉求持保留态度。这些行为体会担心如果在领土问题上进行合作,那

么对手有可能在将来形势有变时,在这一问题上要求更多。进一步加剧担

忧的是,若一片领土具有重要的经济与战略价值①,那么,对于它的划分会直

接造成所涉双方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总之,本部分讨论表明领土规范的

发展减少了领土战争的发生,从而使得国家失去了解彼此关键信息的重要

渠道,进而对领土诉求的结束产生消极影响。由该逻辑链推导出以下假设。

假设1:
 

领土规范的发展延缓领土诉求的结束。

然而,领土规范的发展并不意味着领土诉求不会结束。② 领土诉求最主

要的结束方式为双边谈判③,领土规范对此也会产生影响。上述讨论表明,

领土规范的发展减少了领土战争的爆发,矛盾双方因而失去了一个了解彼

此关键信息的重要渠道。在此情况下,双方各自为解决领土诉求所提出的

方案可能距离对方的最低预期还有距离,这本身就妨碍了两国以双边谈判

的方式结束领土诉求。更重要的是,双边谈判对于解决双方对彼此可信承

诺问题的疑虑也作用有限,这同样使得双方不愿以该方式结束领土诉求。

因此得出以下假设。

假设2:
 

领土规范的发展使得领土诉求更难以双边谈判的方式结束。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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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对于假设的经验验证之前,需要对上述假设以及背后的逻辑链

做一补充说明。笔者并非强调国家只有通过领土战争才能解决领土矛盾。

领土诉求固然和战争紧密相联①,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此类矛盾,从开始到

结束,并没有经历过武力冲突甚至是战争②,并且这些领土诉求最终也得以

妥善解决。对此的一个解释是在这些领土诉求中,相关国家对于彼此关键

信息有较好的了解(比如两国的相对实力差距明显),因此,它们不需要通过

领土战争也能较顺利地解决领土问题。

而在另一些领土诉求中,相关国家的确对于彼此的关键信息不甚了了,

只有在通过战争掌握这些重要信息后,领土诉求的解决才成为可能。在海

湾战争爆发前,萨达姆低估美国军事干涉的决心,这一错误认知随着其在海

湾战争中的惨败得以改变,其最终被迫投降并从科威特撤军。有时,一国只有

在经历过多次而非仅仅一次领土战争后,才足够了解对手,并寻求领土诉求的

解决。例如,埃及一度非常积极地试图以武力方式打击以色列。但是,在经历

了多次惨败后,它意识到自己在军事实力上与以色列的差距,最终不得不选择

以和谈的方式结束与后者的领土争端。此处讨论表明,本文所强调的由领土

规范的发展到阻碍领土诉求(双边谈判方式)结束之间的逻辑链,更适用于那

些相关国家对于彼此的关键信息不甚了解的领土诉求。

五、
 

数据、变量和研究设计

(一)
 

样本数据、因变量、自变量

  关于领土诉求的数据来自弗雷德里克等学者的研究③,他们的数据库

①

②

③

Step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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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159-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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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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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18-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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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2,
 

No.1,
 

2008,
 

pp.117-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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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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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47,
 

No.6,
 

2021,
 

pp.1040-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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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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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1816—2001,”
 

pp.9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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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W记录了1816—2001年发生在全球范围内主权国家之间的领土诉求,

以及这些案例开始与结束的时间和结束方式,这些信息有利于检验前文提

出的两个假设。ICOW中的案例区分领土诉求的“挑战者”与“被挑战者”,

所以有时两个案例包含的敌对国家完全相同,唯一的区别是当事国在每个

案例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但是一方面,领土诉求中“挑战者”与“被挑战者”

之间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①;另一方面,对手关键信息的存在或者缺失对于

“挑战者”与“被挑战者”处理领土诉求的影响应该是一致的。基于这两点考

虑,若两诉求发生在同一对国家之间并且间隔不超过一年,笔者便将这两个

案例合为一个。

经验验证的关键自变量为领土规范的强度。一方面,由上文关于领土

规范的介绍可知,这一行为规范自一开始,其核心内容(不得以武力方式改

变他国领土完整)便在重要国际组织(国联)的相关条约中有所体现,此规范

在二战之后的发展也表现为各国际或地区组织在相关条约中的明确支持。

另一方面,这一现实同样表明领土规范自一开始便是国际性的行为规范,而

非局限于部分国家之间。② 这就要求在测量领土规范的强度(strength)时,

必须考虑世界各国对它的支持程度。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测量方法

为,在某一年,统计世界范围内每一个主权国家签订的领土规范国际条约的

数量,从而得到这一年平均一个主权国家签订的领土规范国际条约的数量。

数值越大,则领土规范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度越大,反之亦然,相关信息来自

亨赛尔的多边和平条约数据库(MTOPS)。③

这一领土规范强度的计算方式具有如下优点:第一,它体现了领土规

范与相关国际条约的紧密联系以及其国际性的特点;第二,它实现了对于

领土规范强度系统性的、跨越长时段的测量;第三,相较于将领土规范的

①

②

③

姚炯,《理解边界诉求结束:一国第三方贸易集中度与他国可信承诺》,载《当代

亚太》,2021年第5期,第136—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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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按照不同时间段加以粗略的划分①,该计算方式能够提供更加精确

的相关信息;第四,在现有的领土规范研究中,仅有的大样本研究便是采取

该计算方式②;第五,基于这一计算方式的领土规范强度在不同年份有起

伏变化,这更符合现实,尤其是领土规范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曲折发展

过程。③

有人质疑该计算方式无法反映不同国家对于领土规范差异化的内化程

度。对于包括领土规范在内的各种行为规范,各个国家的接受程度自会不

同。但在讨论国际性的行为规范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时,笔者认为不应过

分强调不同国家对其接受程度的不同。因为即使存在差异,也不太可能会

出现一国受到规范的影响,而另一国对其置之不理的情况。更可能的是,尽

管两国对于这一行为规范的内化程度有所差异,然而,随着行为规范的发

展,两国都会愈发受到影响。反之,随着行为规范影响力的衰退,两国受到

的束缚也都会减弱。此外,内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出于对自己在国际社会的

声誉的考虑④,以及担心受到支持行为规范的强国的惩罚⑤,也不得不遵守

国际性的行为规范⑥。

领土诉求数据的时间范围为1816—2001年,领土规范强度数据的时间

范围为1919—2014年,且现有关于领土规范的研究表明它对于国际政治产

生较为实质性的影响是在二战后。结合这三点,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为

1946—2001年,共包括342项领土诉求,平均持续时间为39年,中位数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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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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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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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笔者对样本数据中的领土诉求分别在1946年与2001年两个时间点进

行左删失与右删失,这是为之后的生存分析做准备。实际检验的分析单元

为“领土诉求—年”,本文第一个假设关注领土诉求的结束,相对应的因变量

为领土诉求在某年结束的可能性,若这一诉求已经持续(“生存”)至该年。

第二个假设关注领土诉求的具体结束方式,即双边谈判,相对应的因变量为

领土诉求在某年以双边谈判的方式结束的可能性,若这一诉求已经持续

(“生存”)至该年。

(二)
 

控制变量

经验验证也加入一些控制变量,因为它们可能对领土诉求的结束产生

影响,这些控制变量都与领土诉求中的两个当事国的特征有关。第一个测

量两国在某年平均经历的国内政治动荡数量①;第二个为两国在某年的国

力对比②;第三个关于两国在某年拥有的军事冲突史,即双方十年前至该

年爆发的军事冲突数量总和③;第四个测量争议领土对相关国家的重要程

度④。此外,控制变量组中还包含6个虚拟变量:第一个为两国在某年的

结盟状态⑤,第二个为两国在某年的政治体制是否同时具有西方式的特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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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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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①,第三个为是否至少有一国在某年经历了领导人更替②,第四个为两国

在某年的敌对状态③,第五个为两国是否领土接壤④,最后,样本数据的时间

跨度为1946—2001年,故第六个虚拟变量分别控制两个不同时间段(1946—

1991年、1992—2001年)。图1展示了领土规范强度在1946—2001年的变

化,表1则提供自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图1 领土规范强度的变化(1946—2001年)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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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59-67.



领土完整行为规范与领土诉求结束 101  

表1 变量统计性描述

变量名 观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众数

自变量

领土规范强度 5854 1.591 0.138 1.333 1.768

控制变量

国内政治动荡数量 5589 3.815 5.228 0 54

国力对比 5852 2.079 1.661 0.002 8.441

军事冲突史 5796 1.816 2.594 0 24

争议领土重要性 5854 7.849 2.249 2 12

互为盟友 5854 0 1 0

西方式政体 5621 0 1 0

领导人更替 5854 0 1 0

互相视为敌人 5854 0 1 0

领土接壤 5854 0 1 1

冷战时期 5854 0 1 1

  注:
 

(1)
 

对于虚拟变量以及分类变量,表中提供相关变量的最小值、最大值以及众数。
(2)

 

资料来源为笔者自制。

(三)
 

估算方式

第一,对于假设1的验证采用考克斯(Cox)风险比例模型,对于假设2
的验证使用竞争风险模型(Competing

 

Risk
 

Model)。第二,在所有经验验证

中,变量“领土规范强度”也与分析时间的对数相乘并加入模型,以观察该领

土规范的影响是否随着它在二战后的发展呈现边际递减效应。第三,违反

比例风险假定的变量会与分析时间的对数相乘并加入模型中。第四,笔者

以领土诉求为单位,汇报稳健的聚类标准差。第五,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实证

检验的结果,笔者展示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风险比率(hazard
 

ratios)系数。

若一个变量的风险比率系数大于1,那么该变量会加快领土诉求的结束;若

小于1,则该变量的作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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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果与分析

(一)
 

多变量分析

  表2共有四个模型。模型1仅包括“领土规范强度”变量,模型2在此基

础上加入一众控制变量,模型3、模型4分别将“领土规范强度”变量与主要

控制变量(除“争议领土重要性”“领土接壤”以及时间段虚拟变量外)滞后

1~2年。通过这四个模型,可以更全面地观察领土规范对于领土诉求结束

的影响。在四个模型中,“领土规范强度”变量以及相关的滞后变量的风险

比例系数均小于1,且都在至少9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就表明领土规范

延缓了领土诉求的结束。根据笔者的观点,领土规范虽然抑制了领土战争

的爆发,但也使得当事国之间失去了了解对方关键信息的重要渠道,从而妨

碍了领土诉求的结束。这是因为一方面,国家在不了解彼此实力与决心的

情况下,为了争取自己在领土问题上的最大利益,提出的解决领土诉求的方

案可能离对手的最低期望相去较远。另一方面,国家也担心对手在领土问

题上存在可信承诺问题,而对于领土的划分可能直接造成两国实力对比的

变化,更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担忧。出于顾虑对手的可信承诺问题,国家也不

愿在领土问题上合作,以免对手将来在形势更有利于自己时在领土问题上

重新发难。简言之,假设1得到实际证据的支持。

在所有控制变量中,只有“互相视为敌人”变量对于领土诉求结束的影

响在所有模型中均保持一致且具有显著性。该变量的风险比例系数在模

型2—模型4中均小于1,且在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就表明互相敌视

的两国难以解决它们之间的领土争端,这一发现符合常识。除了该变量,其

余控制变量对于领土诉求结束的影响或欠缺稳定性,或不具备显著性。一

众控制变量对于领土诉求的结束缺乏实质性影响的发现进一步凸显了领土

规范在这方面的作用。

表3提供的是样本数据中领土诉求不同结束方式的分布情况。假设2
强调领土规范的发展会减少诉求以双边谈判的方式结束,样本数据中,此类

结束方式的观测数为83。除此之外,一方撤销与第三方介入也是两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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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领土规范对于领土诉求结束的影响(1919—2001年)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领土规范强度
0.164** 0.053***

(0.126) (0.048)

领土规范强度×时间对数
0.957 0.931

(0.292) (0.324)

领土规范强度_L1
0.095***

(0.086)

领土规范强度_L1×时间对数
0.905

(0.322)

领土规范强度_L2
0.141**

(0.130)

领土规范强度_L2×时间对数
0.741

(0.265)

国内政治动荡数量
1.044**

(0.021)

国内政治动荡数量×时间对数
0.983*

(0.009)

国内政治动荡数量_L1
1.002

(0.017)

国内政治动态数量_L2
1.011

(0.009)

国力对比
0.913*

(0.043)

国力对比_L1
0.916*

(0.044)

国力对比_L2
0.926

(0.044)

军事冲突史
0.909

(0.080)

军事冲突史×时间对数
1.054*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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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军事冲突史_L1
1.028

(0.031)

军事冲突史_L2
1.025

(0.030)

争议领土重要性
0.977 0.984 0.997

(0.031) (0.031) (0.033)

互为盟友
1.256

(0.193)

互为盟友_L1
1.038

(0.158)

互为盟友_L2
1.105

(0.175)

西方式政体
0.825

(0.166)

西方式政体_L1
0.931

(0.191)

西方式政体_L2
0.916

(0.196)

领导人更替
0.960

(0.139)

领导人更替_L1
0.897

(0.136)

领导人更替_L2
1.520

(0.405)

领导人更替_L2×时间对数
0.847

(0.088)

互相视为敌人
0.458***

(0.098)

互相视为敌人_L1
0.468***

(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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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互相视为敌人_L2
0.448***

(0.095)

领土接壤
1.045 1.049 1.108

(0.170) (0.174) (0.188)

1946—1991年
0.659* 0.807 0.734

(0.150) (0.173) (0.162)

领土诉求数量 342 321 321 311

领土诉求结束数量 233 212 211 202

χ2 17.47 54.26 36.63 43.70

Log
 

pseudolikelihood -1110.782 -957.007 -958.132 -903.769

观测数 5854 5330 5309 5186

  注:
 

(1)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差,以领土诉求为单位进行计算;科林共线性测试①没有检测到共线

性问题;***p<0.01,
 **

 

p<0.05,
 *p<0.1,余同,不再赘述。

(2)
 

资料来源为笔者自制。

常见的结束方式。为了验证假设2,本部分的统计分析会用竞争风险模型依

次观察领土规范对于上述三种结束方式的影响。具体来说,该模型在考虑

到领土诉求可能以其他不同方式结束的情况下,估算领土规范对诉求以某

种方式结束的影响。② 最后,武力征服与地区/全球和平会议两种结束方

式观测数过少,而其他则包括诸如诉求的一方不再存在等一些没有实际意

义的结束方式,故此处的统计分析不会单独观察领土规范对这些结束方式

的影响,它们只会被包含在对于前述三种结束方式的竞争风险模型估

算中。

①

②

“Collinearity
 

Issues,”
 

Phil
 

Ender,
 

http://www.phiender.com/courses/categorical/

notes2/collin.html.
关于领土诉求各种结束方式的信息均来自ICOW。需要指出的是,根据笔者对

数据库的调整(见第103页),原数据库中的“挑战者撤退”以及“目标国撤退”方式统一为

“一方撤退”;有约束力及非约束力第三方介入也统一为“第三方介入”结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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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样本数据中领土诉求不同结束方式的分布情况

领土诉求结束方式 观测数

武力征服 6

双边谈判 83

第三方介入 34

地区/全球和平会议 9

一方撤销 44

其他 57

总和 233

  资料来源:为笔者自制。

表4—表6依次展示的是领土规范对于领土诉求双边谈判、一方撤销以

及第三方介入这三种结束方式的影响。遵循与表2相同的设计,表4—表6
也都包涵四个模型。表4中,“领土规范强度”变量的风险比率系数除了在模

型1以外均小于1,且在9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就表示领土规范的发展

会妨碍领土诉求以双边谈判的方式结束。在表5中,“领土规范强度”变量的

风险比率系数仅在模型1与模型2中显著,且在模型2中,仅在90%的置信

水平上显著。在表6中,“领土规范强度”变量的风险比率系数在所有模型中

均未达到显著程度。因此,结合这三个表所提供的信息,可见领土规范对于

领土诉求的双边谈判结束方式的影响最显著且稳定,符合预期;换言之,假设

2得到支持。笔者认为,领土规范的发展之所以妨碍领土诉求以双边谈判的方

式结束,是因为前者减少了领土战争的爆发,使得诉求双方不了解彼此的实力

以及决心。因此,两国各自为解决领土诉求提出的方案可能无法满足对方所

预期的最低获益。并且,双边谈判对于消除双方各自对于对方可信承诺问题

的疑虑作用有限。这两方面的原因均使得诉求难以以双边谈判的方式结束。

表4—表6中关于一些控制变量的发现也值得一提。第一,若争议领土

较重要或者诉求双方视彼此为敌人,那么这一诉求难以以双边谈判的方式

结束。对于具有较高价值的领土的划分可能直接影响两个诉求国相对实力

的改变,从而引发一方对另一方可信承诺问题的担忧。因此,关于此类领土

的诉求难以以双边谈判的方式结束,因为该方式对于解决一国是否具有可

信承诺问题作用有限。这一发现直接支持了假设2及其背后的部分逻辑。



领土完整行为规范与领土诉求结束 107  

  表4 领土规范对领土诉求双边谈判结束方式的影响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领土规范强度
3.553 0.033**

(5.364) (0.054)

领土规范强度×时间对数
0.601 1.110

(0.389) (0.635)

领土规范强度_L1
0.026**

(0.045)

领土规范强度_L1×时间对数
0.841

(0.525)

领土规范强度_L2
0.011**

(0.020)

领土规范强度_L2×时间对数
1.541

(0.906)

国内政治动荡数量
0.760**

(0.093)

国内政治动荡数量×时间对数
1.077**

(0.035)

国内政治动荡数量_L1
0.784**

(0.089)

国内政治动荡数量_L1×时间对数
1.059**

(0.030)

国内政治动荡数量_L2
1.003

(0.008)

国力对比
1.091

(0.077)

国力对比_L1
1.094

(0.076)

国力对比_L2
1.068

(0.072)

军事冲突史
0.854

(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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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军事冲突史_L1
0.906

(0.081)

军事冲突史_L2
0.878

(0.076)

争议领土重要性
0.884** 0.888** 0.790***

(0.048) (0.048) (0.069)

争议领土重要性×时间对数
1.046

(0.032)

互为盟友
2.203***

(0.532)

互为盟友_L1
2.251***

(0.550)

互为盟友_L2
2.395***

(0.590)

西方式政体
0.581

(0.222)

西方式政体_L1
0.756

(0.289)

西方式政体_L2
0.651

(0.263)

领导人更替
0.929

(0.240)

领导人更替_L1
0.780

(0.219)

领导人更替_L2
0.638

(0.174)

互相视为敌人
0.426***

(0.135)

互相视为敌人_L1
0.401***

(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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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互相视为敌人_L2
0.442**

(0.141)

领土接壤
2.084** 2.069** 6.440***

(0.606) (0.604) (3.849)

领土接壤×时间对数
0.665**

(0.134)

1946—1991年
0.270*** 0.252*** 0.260***

(0.106) (0.097) (0.100)

领土诉求数量 342 321 321 311

领土诉求双边谈判结束方式数量 83 76 76 74

χ2 0.72 50.25 57.55 58.30

Log
 

pseudolikelihood -432.755 -350.160 -351.334 -340.073

观测数 5854 5330 5309 5186

表5 领土规范对领土诉求一方撤销结束方式的影响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领土规范强度
0.048** 0.021*

(0.070) (0.048)

领土规范强度×时间对数
4.747** 11.372**

(3.194) (12.972)

领土规范强度_L1
0.047

(0.098)

领土规范强度_L1×时间对数
12.238**

(12.636)

领土规范强度_L2
1.845

(3.063)

领土规范强度_L2×时间对数
2.460

(2.173)

国内政治动荡数量
0.965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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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国内政治动荡数量_L1
1.020

(0.060)

国内政治动荡数量_L2
1.039***

(0.011)

国力对比
0.986

(0.125)

国力对比×时间对数
1.040

(0.053)

国力对比_L1
0.971

(0.111)

国力对比_L2
1.042

(0.116)

军事冲突史
0.577**

(0.124)

军事冲突史×时间对数
1.181**

(0.089)

军事冲突史_L1
0.580***

(0.121)

军事冲突史_L1×时间对数
1.191**

(0.085)

军事冲突史_L2
0.828*

(0.091)

争议领土重要性
1.156 1.190** 1.317***

(0.109) (0.103) (0.128)

争议领土重要性×时间对数
1.053

(0.042)

互为盟友
0.743

(0.281)

互为盟友_L1
0.627

(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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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互为盟友_L2
0.744

(0.340)

西方式政体
0.623

(0.505)

西方式政体_L1
0.000**

(0.000)

西方式政体_L1×时间对数
38.666**

(56.060)

西方式政体_L2
0.000**

(0.000)

西方式政体_L2×时间对数
32.764**

(49.815)

领导人更替
1.286

(0.493)

领导人更替_L1
0.788

(0.299)

领导人更替_L2
0.662

(0.269)

互相视为敌人
1.183

(0.484)

互相视为敌人_L1
1.148

(0.430)

互相视为敌人_L2
0.147*

(0.156)

互相视为敌人_L2×时间对数
2.710**

(1.150)

领土接壤
1.531 1.466 1.667

(0.576) (0.527) (0.746)

1946—1991年
3.505 4.453* 5.059**

(2.706) (3.529) (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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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领土诉求数量 342 321 321 311

领土诉求一方撤销结束方式数量 44 39 41 35

χ2 5.99 30.24 43.51 55.88

Log
 

pseudolikelihood -240.771 -192.169 -200.184 -164.573

观测数 5854 5330 5309 5186

表6 领土规范对领土诉求第三方介入结束方式的影响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领土规范强度
0.091 0.328

(0.245) (0.837)

领土规范强度×时间对数
4.638 2.211

(4.363) (1.859)

领土规范强度_L1
0.071

(0.191)

领土规范强度_L1×时间对数
3.674

(3.181)

领土规范强度_L2
0.007**

(0.019)

领土规范强度_L2×时间对数
3.830

(3.301)

国内政治动荡数量
0.946

(0.037)

国内政治动荡数量_L1
0.986

(0.041)

国内政治动荡数量_L2
0.990

(0.016)

国力对比
1.394

(0.398)

国力对比×时间对数
0.725**

(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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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国力对比_L1
1.355

(0.349)

国力对比_L1×时间对数
0.744**

(0.091)

国力对比_L2
1.382

(0.352)

国力对比_L2×时间对数
0.729**

(0.091)

军事冲突史
1.254***

(0.084)

军事冲突史_L1
1.168***

(0.066)

军事冲突史_L2
1.151***

(0.051)

争议领土重要性
0.980 0.975 0.965

(0.078) (0.078) (0.076)

互为盟友
2.659**

(1.289)

互为盟友_L1
1.786

(0.780)

互为盟友_L2
2.051

(0.913)

西方式政体
1.925

(0.910)

西方式政体_L1
1.529

(0.796)

西方式政体_L2
1.419

(0.730)

领导人更替
0.953

(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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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领导人更替_L1
0.760

(0.341)

领导人更替_L2
1.518

(0.584)

互相视为敌人
1.162

(0.670)

互相视为敌人_L1
1.414

(0.752)

互相视为敌人_L2
1.617

(0.793)

领土接壤
0.317** 0.394** 0.396*

(0.148) (0.187) (0.188)

1946—1991年
0.561 0.548 0.346**

(0.284) (0.277) (0.164)

领土诉求数量 342 321 321 311

领土诉求第三方介入结束方式数量 34 33 33 33

χ2 3.96 76.14 63.28 55.56

Log
 

pseudolikelihood -171.221 -140.996 -145.446 -143.063

观测数 5854 5330 5309 5186

第二,若两国互为盟友或者领土接壤,它们更可能以双边谈判的方式结束领

土诉求,这是因为这两个特征都能促进国家对彼此的了解①,相关方基于此

易达成互相认可的协定。且领土接壤的两个诉求国因为对于彼此了解,也

不太需要第三方介入帮助它们解决领土问题。关于盟友以及领土接壤两个

因素的发现也间接支持了假设2及其背后的部分逻辑。第三,相较于后冷战

时期,冷战期间的领土诉求更难以双边谈判的方式结束,这一发现值得将来

① 领土接壤这一因素的作用不言自明,关于盟友在这方面的作用,请参考David
 

Bearce
 

et
 

al.,
 

“Alliances,
 

Internal
 

Information,
 

and
 

Military
 

Conflict
 

Among
 

Member-
States,”

 

pp.59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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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研究。第四,在表2以及表4—表6的各模型中,领土规范都和分析

时间的对数相乘并加入模型,相关变量的风险比率系数极少具有显著性,且

大于或者小于1,不够稳定。因此,这一发现也证明领土规范的作用并没有

随着它在二战后的发展呈现边际递减效应。

最后,表5与表6中关于“军事冲突史”变量的发现值得进一步说明。结

合两表,笔者发现,两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史加剧双方之间的互不信任,各自

在领土问题上的立场因此更加强硬。在这一情境中,任意一方都不愿在领

土问题上主动让步,只有第三方介入才有可能缓和对立局势,促进领土诉求

的结束。然而,质疑该解释的观点认为,依据本文的核心观点,军事冲突应

当促进对抗双方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对形势更明确的掌握驱使弱势方主动

退让。因此,两国若有军事冲突史,则他们之间的领土诉求更应以一方撤退

方式结束,但现在的发现与此相反。

然而,这一质疑混淆了“军事冲突”与“战争”之间的区别。实际检验中

的军事冲突史包括了不同烈度的军事对抗。而本文所关注的是烈度最高的

军事对抗,即战争的信息传递作用。相比战争,烈度较低的军事对抗的信息

传递作用要逊色不少,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在这些低烈度事件中付出的

较低代价降低了所传递信号的可信度,以及此类事件的相对频繁发生削弱

了人们对它们的关注等。所以,相比传递对手的关键信息,低烈度的军事对

抗史更容易造成对手间敌意的加深。①

根据COW的相关数据,在样本时间段内(1946—2001年),爆发的战争

数量(大多数是领土战争,38场)远远少于低烈度的军事冲突数量(1350
场),且样本数据包括342项领土诉求。因此,“军事冲突史”变量在多数领土

诉求案例中,应仅包括相关国家之间的低烈度军事对抗,这既解释了关于这

一变量的发现,也证明了笔者对其解读的合理性。在稳健性检验中,笔者也

会根据相关国家是否具有军事冲突史而将样本数据中的案例一分为二,以

进一步分析领土规范对于领土诉求(双边谈判方式)结束的影响是否会受相

关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史(敌意的积累)的影响。

① Paul
 

Diehl
 

and
 

Gary
 

Goertz,
 

War
 

and
 

Peace
 

in
 

International
 

Rivalr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pp.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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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加强经验验证所得发现的可靠性,在已有实证检验的基础

上,稳健性检验包括五个部分。第一,以韦布尔模型(Weibull)代替考克斯风

险比例模型。第二,依据COW中的直接相邻数据库(V3.2)和殖民/附属地

相邻数据库(V3.1),将样本数据中的案例缩减至领土接壤国家之间的边界

诉求。第三,将样本数据的时间范围提前至1919年,即领土规范出现在国际

政治中的第一年。第四,依据样本数据的领土诉求案例中对抗国之间是否

具有军事冲突史,将样本数据一分为二。第五,国家可能出于某些因素的考

虑,故意加入领土规范条约。例如,一国与敌对国存在领土矛盾,但又没有

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好军事准备,故采取加入领土规范条约的方式,借此扩大

这一规范的影响力,也束缚敌对国的行为,延缓领土诉求的结束,为自己争

取时间。为了规避此类选择性偏差(selection
 

bias)对于上述统计分析可能产

生的影响,笔者对样本数据进行广义精确匹配(Coarsened
 

Exact
 

Matching,

简称CEM),并以Logit模型取代生存分析模型。①

每一步的稳健性检验包括两个模型,均包含领土规范以及一众控制变

量,以分别估算领土规范对于领土诉求的一般以及双边谈判方式结束的影

响。在前四步的稳健性检验中,因变量与之前的经验验证保持一致。在最

后一步使用Logit模型估算中,因变量分别是领土诉求是否结束以及领土诉

求是否以双边谈判方式结束这些虚拟变量。最后,前四步的估算都汇报领

① Chong
 

Chen,
 

“Territorial
 

Dispute
 

Initiation
 

by
 

Weaker
 

State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1,
 

No.3,
 

2018,
 

pp.339-372;
 

Michaela
 

Mattes,
 

“Chipping
 

Away
 

at
 

the
 

Issues:
 

Piecemeal
 

Dispute
 

Resolution
 

and
 

Territorial
 

Conflict,”
 

pp.94-118.对样本数据进行广义精确匹配时,分组变量(treatment)是“领土接壤”虚拟变

量,协变量是“争议领土重要性”“互为盟友”“领导人更替”“互相视为敌人”以及时间段控

制虚拟变量,因为其他变量存在数据缺失问题,会对匹配造成影响。进行匹配后,L1指

标的数值由0.640降为0.032,这表明匹配后的样本数据中,领土接壤与不接壤的相关案

例之间的平衡度大幅提升,因此,匹配是有效的。参考Matthew
 

Blackwell
 

et
 

al.,
 

“CEM:
 

Coarsened
 

Exact
 

Matching
 

in
 

Stata,”
 

The
 

Stata
 

Journal,
 

Vol.9,
 

No.4,
 

2009,
 

pp.524-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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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规范变量的一般系数,系数的正或负表明该变量对于领土诉求(双边谈判

方式)结束的积极与消极作用,这是为了与Logit模型的估算结果统一。

表7展示的是领土规范之于领土诉求结束的稳健性检验。在五个部分、

共计六个模型的统计分析中,“领土规范强度”变量的系数始终为负的,并且

在至少9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就进一步巩固了先前关于领土规范妨碍

领土诉求结束的发现。表8展示的是领土规范之于领土诉求双边谈判结束

方式的稳健性检验。在五个部分、共计六个模型的统计分析中,“领土规范

强度”变量的系数始终为负,并且在除了模型5与模型6以外的其他模型中,

均至少在9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也支持了前文关于领土规范阻

碍领土诉求以双边谈判的方式结束的发现。最后,“领土规范强度”与“分析

时间(对数)”的相乘项在绝大多数模型中均未显著(除了表8中的模型3),

这也再次证明领土规范对于领土诉求(具体方式)结束的影响并没有呈现出

边际递减效应。结合两部分的经验验证,本文的两个假设均得到实际支持。

表7 领土规范对于领土诉求结束影响的稳健性检验①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Weibull 边界诉求
1919—

2001年

军事冲

突史

无军事

冲突史
CEM

领土规范强度
-3.503*** -3.755*** -1.692*** -4.460*** -2.672** -5.238***

(0.688) (1.039) (0.280) (1.516) (1.318) (1.476)

领土规范强度×
分析时间(对数)

0.023 0.604 -0.035 0.764 -0.525 0.091

(0.021) (0.405) (0.076) (0.550) (0.517) (0.100)

领土诉求数量 211 484 221 100

领土诉求结束数量 150 341 135 77

常数项
3.649*** 8.118***

(1.175) (2.959)

χ2 38.61 166.79 47 36.49

Log
 

pseudolikelihood -407.983 -605.478 -1623.998 -555.119-254.707-684.691

观测数 5330 3254 6947 4149 1192 3896

① 在稳健性检验中,仅展示与“领土规范强度”变量相关的实证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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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领土规范对于领土诉求双边谈判结束方式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Weibull 边界诉求
1919—

2001年

军事冲

突史

无军事

冲突史
CEM

领土规范强度
-3.941*** -3.790* -1.254** -5.511** -3.087 -1.523

(1.304) (2.051) (0.553) (2.622) (2.319) (1.792)

领土规范强度×分析

时间(对数)
-0.014 1.087 0.306** 1.363 -0.485 -0.149

(0.047) (0.720) (0.151) (0.986) (0.788) (0.118)

领土诉求数量 211 484 221 100

领土诉求结束数量 54 129 37 39

常数项
3.709* -0.552

(2.200) (2.940)

χ2 50.84 95.59 630.47 989.20

Log
 

pseudolikelihood -199.579 -227.269 -646.846 -160.980 -125.282 -260.856

观测数 5330 3254 6947 4149 1192 3896

七、
 

总结

鉴于领土问题的重要性,若两国之间存在领土诉求,这会对双边关系产

生显著的消极影响。所以,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领土诉求的结束,了解其影

响因素,为国家妥善处理此类事件提供帮助。现今国际政治中领土诉求的

绝对数量并不多,但很多在短期内解决的前景并不明朗,这一现实更表明了

研究领土诉求结束的紧迫性。在现有文献中,已有学者涉及这一主题,但相

关研究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学界对于一些因素之于领土诉求结

束的作用持互相矛盾的看法。因此,我们需要更完善的研究以促进对于领

土诉求结束的理解。

本文以领土规范为切入视角,探讨它对领土诉求结束的影响。笔者强

调领土规范虽然能够减少领土战争的发生,但这会对领土诉求的结束产生

副作用。具体来说,领土战争充当了当事国了解彼此关键信息的重要渠道,

通过此类事件,当事国对于彼此的实力、决心以及是否在领土议题上存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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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承诺问题有了更直观与可靠的判断。在了解到各自的实力与决心后,双

方基于此,较易就领土问题达成符合各自现状的解决方案。又或者一国由

于担忧对手的可信承诺问题而先发制人,在了解到战争的高昂代价后,会在

这一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仍然选择结束领土争端。还有一种情况,领土战

争所传递的信息直接帮助一国解除了对于另一国可信承诺的担忧,这也会

促使两国解决领土诉求。

若没有领土战争,当事国之间缺少了解彼此的重要渠道,其他诸如束手

成本与沉没成本渠道在信息传递方面难以发挥相当的作用。在不了解彼此

的实力与决心的情况下,一项领土诉求中的两国各自为解决领土问题提出

的方案可能距离对方所能接受的最低程度相去较远,这便阻碍了当事双方

(以双边谈判的方式)结束领土诉求。同时,国家也会担忧对方在领土问题

上存在可信承诺问题,唯恐即便如今达成协定,对方将来也会在形势发生改

变时在领土问题上再做文章,而双边谈判对于解决问题也作用有限。总之,

若领土诉求双方对彼此不甚了解,这会妨碍诉求的结束,并且此类争端即使

结束,也不太会以双边谈判的形式发生,基于相关数据的一系列统计分析支

持这一观点。

本研究同时具有学术和现实意义。就学术意义而言,一方面,本文涉及

核心问题,着力于理论构建的严谨性、检验样本的代表性以及研究设计的缜

密性。因此,相较于现有研究,本文就领土规范对于领土诉求(具体方式)结

束的影响的发现更具有说服力。① 另一方面,不同于一般涉及包括领土规范

在内的各种行为规范的研究,本研究讨论并证实了领土规范对于领土诉求

结束的副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领土规范对于领土诉求以双边谈判方

式结束具有消极影响,这是因为领土规范的初衷便是鼓励国家在处理领土

问题时减少武力手段的使用并代之以和谈。然而,本文的发现表明,领土规

范在帮助国家(妥善)结束领土诉求方面的作用或许不如预期那般乐观。基

于本文的发现,无论是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或是在现实世界政治中,我们应该

① 本文实证检验领土规范使得领土诉求难以以双边谈判的方式结束这一发现,与
保罗·亨赛尔等人关于领土规范降低了国家间和平转移领土主权的可能性的发现相契

合。这证明了本文实证检验设计的合理性与发现的可靠性。参考Paul
 

Hensel
 

et
 

al.,
 

“Territorial
 

Integrity
 

Treaties
 

and
 

Armed
 

Conflict
 

Over
 

Territory,”
 

pp.1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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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审慎的态度对待这些行为规范,留意它们可能产生的一些意想不到的

副作用。

当然,笔者并非强调国家只有通过领土战争才能解决领土诉求。事实

上,相当一部分领土诉求并未经历领土战争也能得到妥善解决。因此,笔者

所强调的领土规范减少了领土战争的发生,使得双方失去了获悉彼此关键

信息的重要渠道,进而阻碍领土诉求(双边谈判方式)结束的逻辑链,更适用

于当事国对彼此不甚了解的领土诉求案例。然而,即使对于这些案例,笔者

也并非鼓励国家通过战争解决领土问题。2022年发生的俄乌战争已经表明

此类事件给当事国以及地区乃至全球带来重大损失,滥用武力也与国际政

治的和平主旋律格格不入。

基于本文的理论与发现,笔者认为需要以一些政治手段取代领土战争,

促进领土诉求中的对抗双方对彼此的了解。国家或者国际组织作为第三方

积极地介入现有的领土诉求或许是不错的方案,这也恰恰是当今国际社会

做得不够的地方。① 奥尔特曼承认,如今大规模领土冲突的数量显著下降,

但他也强调,各类第三方行为体对于介入现有的领土诉求,帮助当事国解决

这些矛盾,似乎缺乏足够的兴趣。在文献综述部分,笔者也提到部分学者对

于第三方是否能够发挥预想中的积极作用持保留态度。2022年的俄乌冲突

更是说明如果第三方介入更多的是为当事国提供武器,此类介入对于领土

诉求的解决只会起到负面作用。因此,如何鼓励国家与国际/地区组织发挥

第三方的正面作用,积极介入现有的领土诉求并促进其解决,是一个值得国

际政治学者关注的问题。

① Dan
 

Altman,
 

“The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Conquest
 

after
 

1945
 

and
 

the
 

Limits
 

of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Norm,”
 

pp.49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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